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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尚而理性的人生观 
——对《吕氏春秋》“义”的一种揭示 

□郭智勇  [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 中山  528400] 

 

[摘  要]  《吕氏春秋》2000年来被称为“杂书”，人们总认为它的思想泛滥杂驳而缺乏归趣，

其实，它的内容有着非常严密的内在一致性。至少在伦理道理方面，《吕氏春秋》向后人展示了一

个完整的高尚而理性的人生观。“义”—— 行为规范是人生的基本前提：不义则无以为生；诚辱则

不为乐生；辱莫大于不义。但是，吕子们的人生目标是“六欲皆得其宜”的所谓“全生”，物质与

精神双方面的适意才是他们的人生追求。自杀是摆脱“迫生”等悲剧状态的理性选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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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吕氏春秋》2000年来被称为“杂书”，人们

总认为它的思想泛滥杂驳而缺乏归趣，这其实只是

我们没有深入其中的缘故。只要我们真正进入它的

世界，就会发现，它有着非常严密的内在一致性。

吕不韦2000年来一直被人们认定是一个有道德缺陷

的历史人物，由此《吕氏春秋》在伦理方面的价值

少有人提及。其实在伦理道理方面，《吕氏春秋》

向后人展示了一个完整的、高尚而理性的人生观。 

一、不义则无以为生 

孔子之“仁”，孟子之“义”是我们都耳熟能

详的。《孟子》中的名言代代传颂：“鱼，我所欲

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

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

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[1]265但是，世人或许并

不知道，名声并不显赫的先秦典籍《吕氏春秋》中

“义”的事迹是我们更应该缅怀和景仰的。《吕氏

春秋》没有《孟子》式的生动譬喻，但舍生取义对

吕子们来说是自然不过的事。先来看几个典型的

“义”例： 

荆昭王之时，有士焉曰石渚。其为人也，公直

无私，王使为政。道有杀人者，石渚追之，则其父

也。还车而反，立于廷曰:“杀人者，仆之父也。以

父行法，不忍；阿有罪，废国法，不可。失法伏罪，

人臣之义也。”于是乎伏斧锧，请死于王。王曰：“追

而不及，岂必伏罪哉！子复事矣。”石渚辞曰：“不

私其亲，不可谓孝子；事君枉法，不可谓忠臣。君

令赦之，上之惠也；不敢废法，臣之行也。”不去斧

锧，殁头乎王廷。正法枉必死，父犯法而不忍，王

赦之而不肯，石渚之为人臣也，可谓忠且孝矣。(《离

俗》) 

在传统的中国，“义”就是“仪”，它是行为

准则和处世规范。“义”是人生的基本前提。有意

去“作奸犯科”只是衰世之所为，对于经典时代的

“义士”来说是难以想像的。对于他们，经受考验

的只能是悲剧境遇。对父行孝，对主尽忠，这是传

统中国的基本信条。对于这一故事的石渚来说，“以

父行法，不忍；阿有罪，废国法，不可。”这里“忠”

和“孝”有了明显的冲突。问题的关键是，石渚并

不像我们这些末世后人一样，以一句“忠孝不能两

全”为借口，稀释或回避自己的责任。对石渚们来

说，“义”是来不得半点苟且和含混的。“义”是

外在的规范，更是内我的警跸，是人生价值的基本

量度，一旦处于“不义”状态则人生的意义全无。

所以，外在的失法之罪虽已免，但自我内中的良知

却刻不容缓，唯有一死方可解脱。 

赵襄子游于囿中，至于梁，马却不肯进。青荓

为参乘。襄子曰：“进视梁下，类有人。” 青荓进视

梁下，豫让却寝，佯为死人。叱青荓曰：“去，长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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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且有事。” 青荓曰“少而与子友，子且为大事，而

我言之，是失相与友之道；子将贼吾君，而我不言

之，是失为人臣之道。如我者惟死为可。”乃退而自

杀。青荓非乐死也，重失人臣之节，恶废交友之道

也。青荓豫让，可谓之友也。(《序意》) 

相友之道与人臣之节既不能两全，“义士”只

能“自裁”以明志。  

晋灵公无道，从上弹人，而观其避丸也。使宰

人臑熊蹯，不熟，杀之，令妇人载而过朝以示威，

不适也。赵盾骤谏而不听，公恶之，乃使沮麛。沮

麛见之不忍贼，曰：“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贼民之

主，不忠；弃君之命，不信。一于此，不若死。”

乃触廷槐而死。(《过理》) 

“忠”与“信”既不能俱足，“义士”只能“遗

世”而“独立”。《吕氏春秋》的伦理道德观可以

归结成一句，就是“不义则无以为生”。客观的悲

剧境遇使人唏嘘，对于今天这样一个“熙来攘往、

物欲横流”的世道来说，《吕氏春秋》中的另一类

“义举”也许更能引我们深思: 

    荆人与吴人将战，荆师寡，吴师众。荆将军

子囊曰:“我与吴人战，必败。败王师，辱王名，亏

壤土，忠臣不忍为也。”不复于王而遁。至于郊，

使人复于王曰:“臣请死。”王曰:“将军之遁也，以

其为利也。今诚利，将军何死？”子囊曰:“遁者无

罪，则后世之为王臣者，将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。

若是，则荆国终为天下挠。”遂伏剑而死。王曰:“请

成将军之义。”乃为之桐棺三寸，加斧锧其上。(《高

义》) 

审时度势，全身而退，从而避免全军的败亡，

有这样的“功勋”却要“请死”，对于庸世的我们

来说，实在是太“匪夷所思”了。我们必须得“同

情”于经典中国之胸怀，才会对这样的“威仪”感

同身受。“义”(仪)是正人君子们不可须臾或缺的。

不同的身份和职位有各自不同的“义”——规范。将

军之“义”自然是一往无前、有进无退，临阵脱逃

绝不是一个将军应具之“仪则”。子囊的行为虽有

大利于楚国，但作为将军已显失为将者之“义”，

唯有一死方可。不义则无以为生。 

还有濒死之人主动将腹中之食吐出而死的: 

东方有士焉，曰爰旌目，将有适也，而饿于道。

狐父之盗曰丘，见而下壶餐以餔之。爰旌目三餔之

而后能视，曰： “子何为者也？”曰：“我狐父之

人丘也。”爰旌目曰：“嘻！汝非盗邪？胡为而食

我？吾义不食子之食也。”两手据地而吐之，不出，

喀喀然遂伏地而死。 (《立意》) 

今天的人们虽都知道不吃“嗟来之食”的道理[2]，

但对爰旌目这样“义不食盗食”的壮举恐怕就难免

“惊恐万状”了。对于古典义士而言，这是他们的

应有之义。爰旌目当然愿得食而生，但得食之方式

——“义”(仪)更为重要。盗来之食虽富如丘山，何

有与我焉!不义则无以为生。 

二、“诚辱”则无为乐生 

在有关“义”的语境里，吕子们把“辱”看得

特别重要，受辱是一种比死更让人无法忍受的事。

《忠廉》篇有云:“士议(义—引者)之不可辱者，大

之也。大之则尊于富贵也，利不足以虞其意矣。虽

名为诸侯，实有万乘，不足以挺其心矣。诚辱则无

为乐生。”所以:    

舜又让其友北人无择，北人无择曰： “异哉后

之为人也！居于畎亩之中，而游入于尧之门。不若

是而已，又欲以其辱行漫我，我羞之。”而自投于

苍领之渊。汤将伐桀，因卞随而谋，卞随辞曰： “非

吾事也。”汤曰：“孰可？”卞随曰：“吾不知也。”

汤又因务光而谋，务光曰：“非吾事也。”汤曰：

“孰可？”务光曰：“吾不知也。”汤曰：“伊尹

何如？”务光曰：“强力忍诟，吾不知其他也。”

汤遂与伊尹谋夏伐桀，克之。以让卞随，卞随辞曰：

“后之伐桀也，谋乎我，必以我为贼也；胜桀而让

我，必以我为贪也。吾生乎乱世，而无道之人再来

诟我，吾不忍数闻也。”乃自投于颍水而死。汤又

让于务光曰：“智者谋之，武者遂之，仁者居之，

古之道也。吾子胡不位之？请相吾子。”务光辞曰：

“废上，非义也；杀民，非仁也；人犯其难，我享

其利，非廉也。吾闻之，非其义，不受其利；无道

之世，不践其土。况于尊我乎？吾不忍久见也。”

乃负石而沈于募水。 (《离俗》) 

被人请作天子，自己不愿作也就罢了，为何要

愤而自杀呢？我想末世之人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未尝

不稍费思量。只有明白了石户之农们的心境后，才

能真正读懂吕子中的有道之士:“无道之世，不践其

土”是我们的行为准则——义的所在，现这些君王以

“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，以为我们也和他们一样

汲汲于世俗的名利，这是对我们的极大污辱。这等

污辱将压迫我们一生，我辈岂能接受，唯以一死方

能洗清这一污点。 

受辱是有人格之人所无法承受的: 

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。吴王患之。要

离曰:“臣能之”……。要离与王子庆忌居有间，谓

王子庆忌日:“吴之无道也愈甚，请与王子往夺之

国。”王子庆忌曰:“善。”乃与要离俱涉于江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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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，拔剑以刺王子庆忌。王子庆忌捍之，投之于江，

浮则又取而投之，如此者三。其卒曰:“汝天下之国

士也，幸汝以成而名。”要离得不死，归于吴。吴

王大说，请与分国。要离曰:“不可。臣请必死!”吴

王止之，要离曰:“夫杀妻子，焚之而扬其灰，以便

事也，臣以为不仁。夫为故主杀新主，臣以为不义。

夫挥而浮乎江，三入三出，特王子庆忌为之赐而不

杀耳，臣已为辱矣。夫不仁不义，又且已辱，不可

以生。”吴王不能止，果伏剑而死。 要离可谓不为

赏动矣，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。(《忠廉》) 

被人三次从江中捞起又抛大江中，辱可谓大矣。

要离之所以舍分国之利而选择自杀，既是由于不义，

更是由于受辱。 

《孟子》说：“北宫黝之养勇也：不肤挠，不

目逃，思以一豪挫于人，若挞之于市朝，不受于褐

宽博，亦不受于万乘之君；视刺万乘之君，若刺褐

夫；无严诸侯，恶声至，必反之。”[1]61北宫黝不愧

是义不受辱之士。《吕氏春秋》则更有甚者，因为

梦中被人羞辱，无法报复而自杀者: 

齐庄公之时，有士曰宾卑聚。梦有壮子，白缟

之冠，丹绩之（衤旬）。东布之衣，新素履，墨剑

室，从而叱之，唾其面。惕然而寤，徒梦也。终夜

坐，不自快。明日，召其友而告之曰：“吾少好勇，

年六十而无所挫辱。今夜辱，吾将索其形，期得之

则可，不得将死之。”每朝与其友俱立乎衢，三日

不得，却而自殁。(《离俗》) 

不义是“辱”之中最大者，“辱莫大于不义”，

不以不义为耻而苟且偷生者是吕子们最鄙视的: 

齐有事人者，所事有难而弗死也。遇故人于涂，

故人曰:“固不死乎?”对曰:“然。凡事人，以为利

也。死不利，故不死。”故人曰:“子尚可以见人乎?”

(《离谓》) 

事人者即以别人为衣食父母，受人之养即应死

其难，这是吕子时代“义”的基本要求。《韩诗外传》

中的荆蒯芮即向我们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： 

齐崔杼弒庄公，使晋而反。其仆曰：“崔杼弒

庄公，子将奚如？”荆蒯芮曰： “驱之！将入死而报

君。”其仆曰：“君之无道也，四邻诸侯莫不闻也，

以夫子而死之，不亦难乎？”荆蒯芮曰：“善哉！而

言也！早言，我能谏；谏而不用，我能去；今既不

谏，又不去。吾闻之；食其食，死其事，吾既食乱

君之食，又安得治君而死之！”遂驱车而入，死其事。

仆曰：“人有乱君，犹必死之；我有治长，可无死乎！”

乃结辔自刎于车上。君子闻之，曰：“荆蒯芮可谓守

节死义矣。” [3] 

主人有道，当然要死其难。即使所事之主无道，

你可以进谏以正之，如其不听正言，你就可以离他

而去。不管怎样，食君之禄，就要忠君之事，死君

之难，这才是士人应有之义。现主人有难，却不能

以死靖之，实为吕子们所不齿：你这样还有脸见 

人吗? 

三、“义”与人生 

《吕氏春秋》中舍生取义的事例为古今书籍所

罕见，于是人们就会情不自禁的认为，“义”为吕

子们所追求的人生目标。但事实上，《吕氏春秋》

中的人生目标不是“义”而是“生命”，所谓“贵

生”、“尊生”者是也，所谓“圣人深虑天下，莫贵

于生。”(《贵生》)“贵生”者为何如此在意舍生取

义？“义”在人生中的位置到底怎样呢?吕子们认为: 

子华子曰:“全生为上，亏生次之，死次之，迫

生为下。”故所谓尊生者，全生之谓；所谓全生者，

六欲皆得其宜也。 所谓亏生者，六欲分得其宜也。

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。其亏弥甚者也，其尊弥薄。

所谓死者，无有所以知，复其未生也。所谓迫生者，

六欲莫得其宜也，皆获其所甚恶者。服是也，辱是

也。辱莫大于不义，故不义，迫生也
①
。而迫生非独

不义也，故曰迫生不若死。奚以知其然也?耳闻所恶，

不若无闻;目见所恶，不若无见。故雷则掩耳，电则

掩目，此其比也。凡六欲者，皆知其所甚恶，而必

不得免，不若无有所以知。无有所以知者，死之谓

也，故迫生不若死。嗜肉者，非腐鼠之谓也；嗜酒

者，非败酒之谓也；尊生者，非迫生之谓也。(《贵

生》) 

原来“六欲皆得其宜”的“全生”才是吕子们

追求的人生目标。“义”在这里是以一个负概念 

——“不义”出现的。在吕子们的人生观系统中，行

为规范之“义”是作为人的基本前提、做人的必要

条件，“不义”则失去做人的起码资格。所以从另

外的意义上说，人生要尽量避免“不义”。在“全

生”、“亏生”、“死”、“迫生”这样的每况愈

下的人生境遇中，“不义”是属于最低级的“迫生”。

为何“不义”属于“迫生”呢？按吕子们的观念，

“服是也，辱是也”是“迫生”的两种表现形式。

“服”—— 生理物质上的受制于人是一种“迫生”，

这一点人们容易理解。“辱”—— 精神颜面上的受

辱同样是一种“迫生”，这一层也还可以想通。末

世的我们难以体认的是“辱莫大于不义”这一观念。

为什么“不义”是最大的“辱”呢？原来经典时代

的“士子”们都有着超强的道德觉悟，他们对自我

行为是否符合“义”的规范有着充分的自我意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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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省。他们的行为无时无刻不是在弗洛伊德所谓“超

我”的明灯下经受检验。一个人一旦做了“不义”

之事就会内在地受“义”的折磨和煎熬，受“超我”

无处不在的“羞辱”。这应该是“辱莫大于不义”

的唯一解释。受“义”的内在煎熬像外在的“迫生”

一样也是比死还要更难忍受的最低级的人生状态。

这就是为什么《吕氏春秋》中为“义”而自裁的现

象比比皆是的原因。这一点《孟子》中有很好的概

括:“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故不为苟得也;

死亦我所恶，所恶有甚于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

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，则凡可以得生者，何不用

也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，则凡可以辟患者，何

不为也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，由是则可以辟患而

有不为也，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所恶有甚于死 

者。”[1]266对吕子来说，“所欲有甚于生者”他未

必赞成，“所恶有甚于死者”他是肯定认可的。 

而对死，吕子们抱着一种非常理性、坦然而毫

不畏惧的态度: 

所谓死者，无有所以知，复其未生也。(《贵生》) 

凡生于天地之间，其必有死，所不免也。(《节

丧》) 

夫死，其视万岁犹一瞬也。(《安死》) 

这与孔子的“不知生，焉知死”、“未能事人，

焉能事鬼”[4]129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。 

在吕子们的心目中，人生境遇按它的价值排成 

“全生”、“亏生”、“死”、“迫生”这样一个

等级序列。“全生”是价值最大的，而“亏生”虽

然于“生”有亏欠，但它的价值仍然为正；而“迫

生”则人生毫无乐趣而所得几乎都是痛苦，价值已

成负值；“死”则是介于正值与负值之间的一个零

值。“死”根本不是什么可怕、可惧的事，仅仅是

价值的原点，所以说死是“无有所以知，复其未生

时”。人选择生还是选择死，对于吕子们来说是合

算不合算，值不值得的问题。那些苟且偷生者不仅

无耻，而且愚昧；不仅可恶，而且可怜。 

说到这，似乎有必要谈谈“自杀”的问题。中

国人向来忌讳自杀，谈自杀的书本来不多，而在先

秦古书中大谈自杀者更少。而《吕氏春秋》就是这

少有嗜谈自杀且对其大唱赞歌的，可以说是绝无仅

有的古典。 

德国思想家康德的道德学说在很多方面与《吕

氏春秋》“义”的思想可以贯通，他们都主张道德

（义）处在人生的优先地位。但康德却明确地反对

自杀，他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就是“保存生命是自己

的责任”，[5]47言下之意是说，自杀本身是不道德的。

即使身处绝境，毫无乐趣之人仍然有活下去的必要：

“假若身置逆境和无法排解的忧伤使生命完全失去

乐趣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那身遭此不幸的人，以钢铁

般的意志去和命运抗争，而不失去信心或屈服。他

们想要去死，虽然不爱生命却仍然保持着生命，不

是出于爱好，而是出于责任，这样，他们的准则就

具有道德内容了。” [5]47这里我们分明可以看到西

方基督教对康德的道德学说的深远影响。以吕子们

的思路，康德的说法是令人费解的：其一，吕子们

认为，只有有正面价值的生命才有意义，“服是也、

辱是也”的“迫生”不值得“生”，“迫生不如死”

（《贵生》）；其二，当人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道

德的困境时（像上述的石渚、将军子囊等的处境），

我们怎么能说“保存生命是自己的责任”呢？ 

刘小枫教授在其大作《拯救与逍遥》中对诗人

之自杀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，其知

识面之广，立论之独到令人钦佩不已[6]。他的观点

大致是，诗人之自杀基本上是缺乏信仰，尤其是缺

乏宗教信仰所至。对刘氏的大作进行全面的评价超

出了笔者的水平，也非本论文之宗旨。笔者这里想

说的是，以吕子们的观点来看，诗人的自杀多是出

于他们的浅薄和狂妄，自杀仅仅是他们幻想破灭(而

幻想总是要破灭的)的证明，自杀是他们无知与狂妄

的代价。《吕氏春秋》中所歌颂的“自裁”则与之

不同，义士之自决无疑是对自我的价值选择的终极

确定
②
。义士之自裁，死去的只是他的躯体，而他的

真我却因他的“死”而永世长存。义士决不像诗人

那样是满怀悔恨地离去，他只是平静而理智地选择

一条自得之路，他骄傲而宁静地走向永生。 

四、义与利 

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

方面。《吕氏春秋》的义利观很有特色，对今天的

我们同样有很好的启迪性。 

原始儒家是主张以义制利的。它的代表人物孔

子的义利观可归结为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
[4]42这一表述。它的意思是说，小人只知道物质福利

之有价值，而君子更知道“义”—— 行为规范本身

的可贵。孔子的“义”大致即指以周礼为代表的古

代封建等级礼仪规范。孔子不像宋明儒那样有一种

厌世 (出世)性的对福利的绝对排斥倾向(所谓存天

理、灭人欲)，孔子本身并不反对对物质福利的求取 

(所谓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”[4]78)。

他的主张的核心是告诫人们，当利与义发生冲突时，

应以义为第一考虑 (所谓“君子义以为上”[4]214)。 

与孔子的义利观形成对比的是《墨子》书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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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利观。《墨子》书表面上也是主张义利统一，或

者利制于义的，但与孔子明显不同的是，《墨子》

的“义”并非周礼为代表的古代封建等级礼仪规范，

而仅是“利益”的考量算计，尽管它多以所谓“公

利”、“天下之最大福利”出现。《墨子》似乎总

是以物质福利的有无和多寡作为行为选择的最终依

据，它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物质福利更大

的价值。《墨子》似乎就处在孔子所说的“小人”

境界。 

《吕氏春秋》义利观则综合了儒墨两家的特色。

首先，它是特别重视物质福利和充分肯定生命的正

面价值的，认为生命的目的就是“全生”，尤其强

调“公利”的可贵；其二，它推崇“义”的绝对至

上性。在吕子们看来，“义”是值得用生命来捍卫

的。总体上看，《吕氏春秋》的义利观与孔子比较

接近，不过吕子们的“义”似乎已不是对传统周礼

的条条框框的谨守，而更像是由传统所造就的尊严

感和名誉感。他们似乎有一种强烈的贵族气质，正

像德国思想家施宾格勒在评价古代贵族的世界观时

所说:“生存的目的在于‘生活’应该按照它所含有

的意义去度过”[7]600，“荣誉意味着，生活在一个

人身上是一种有价值的、有历史尊严、优美、高贵

的东西” [7]533。著名爱国将领叶挺的狱中诗可以说

道出了吕子们的心声: 

为人进出的门紧闭着，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， 

一个声音呼喊着:爬出来吧，给你自由! 

我渴望自由，但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中爬出！ 

在吕子们世界中，没有“好死不如赖活”的人

生哲学。韩信宁受今日之辱以成明日之功是中古以

后的世人们所钦佩不已的，但这绝不是吕子们的选

项；陆贾为求一己的福利而甘受刘邦之羞辱在吕子

们的眼中也只有嗤之以鼻的份。或许我们可用《吕

氏春秋·上德》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吕子的义利观:“义

之为利也博也”。在吕子们看来，生命和物质福利

诚然是可欲的，但“义”(行为规范、古典秩序以及

与此相关的荣誉和尊严感)更加不可一刻旁落。可以

说吕子们在认可“以利为义”的义利观的同时更加

坚持的是一种“以义为利”的义利观。这两者看起

来相互矛盾，实则处在高低两个不同的层面，构成

一个有机的体系。 

注释 

① 对“服是也，辱是也”常有误解，此话的意思是说

“(外在的)被压制是一种‘迫生’，(内在的)受侮辱也是一种

‘迫生’，唯陈奇猷的解释最为得间。 

② 人生价值的认定是后天的，是人们自我选择的结果，

对价值选择的“命定的自由”是人之为人的关键，它甚至是

人生之所以值得过下去的唯一理由。这一点上萨特无疑是正

确的，笔者对此坚信不疑。是我们选择宗教，而不应该是宗

教选择我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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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 Luzi has been well known as a collected works of many authors, nevertheless it holds a consisten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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